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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法》与《民法典》所制定的“通知–删除”救济机制，其初衷是为真正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提

供一个便捷高效的维权路径，能够及时制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但近年来屡屡发生滥用该制度的恶意

投诉现象，不但对电商平台内的经营者造成极大损失，也破坏了电商平台的运行秩序。本文通过分析何

为恶意投诉行为以及恶意投诉行为产生的原因，提出应积极合理采取反向保全措施、特殊时间点缴纳保

证金、恶意投诉保险、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从而遏制恶意投诉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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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notice-takedown” relief mechanism formulated by the E-Commerce 
Law and the Civil Code is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way for tru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older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to stop the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 timely manner.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repeated malicious complaints about 
the abuse of the system, which not only caused great losses to the operators in the e-commerce plat-
form, but also undermined the operation order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This paper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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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licious complaints are and the causes of malicious complaints, and proposes that reverse 
preservation measures, deposit payment at special points in time, insurance for malicious com-
plaints, punitive damages and other systems should be actively and reasonably adopted to curb the 
occurrence of malicious complaints. 

 
Keywords 
E-Commerce Platform, Malicious Complaints, Notice-Delete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世界迅速发展，线上购物早已成为常态。由于没有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网络交易的便捷性是传统买卖方式不可比拟的，因此交易数量不断被刷新，电子商务经济成为

全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在电商平台屡屡发生。为了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电商平台公平有序的交易环境，201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第 41 条至 45 条就知识产权权利人如何

维护自身权利及电商平台应承担何种义务作出了规定。202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 1194 条至 1197 条对电商平台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救济做出了相关规定。 
相关法律的实施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了一种“通知–删除”的救济途径。随着该机制的运行，虽

然满足了一部分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利用该机制进行恶意投诉，谋取

不正当利益。有研究发现，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10% [1]，恶意投诉行为的高频

发生已经严重影响了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和防止知识产权

恶意投诉之间找到平衡，是维护电商平台公平竞争急需解决的问题。 

2.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行为的界定 

按照《电子商务法》与《民法典》的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认为自身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通知电

子商务平台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不难看出，这种“通知–删除”的救济机制属于私力救济的一

种，其目的是让知识产权权利人能够不通过诉讼途径更加快速地维护自身权利。但是在给予权利人便利

的同时，也成为了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恶意投诉用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 
所谓的知识产权恶意投诉，其本质是权利的滥用。一般来说是指相关主体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明

知或者应当明知自己无权投诉或者投诉缺乏法律支撑，仍然以电商平台上的经营者有侵权行为为由发起

投诉，从而获利的行为。我国尚未有法律对何为恶意投诉行为做出明文规定，但要想对该行为进行规制，

就应给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提供一个认定标准，故应对何为恶意投诉行为做出合理界定。有学者认为，恶

意投诉其本质属于民法中的一般侵权行为[2]，因此在对其认定时也应按照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进

行，及包括：客观层面、主观层面、造成损害结果、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2.1. 客观层面：错误通知的侵权行为 

根据《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的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在认为自身权利受到侵犯时是，有权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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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其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故恶意投诉从客观层面来看，其行为是一种错误

通知的侵权行为。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判断权利人所发出的通知是一种错误通知，对此有学者认为应从最

终的结果反向推导出通知行为是否错误，简而言之，就是根据最终对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结果推导出通

知是否错误。按照法律规定，权利人在发出通知时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

信息，电商平台再根据所提供的初步证据来决定是否采取必要措施。因此，电商平台实际上有两个义务：

审查义务以及采取必要措施义务，且审查义务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前提。关于审查义务而言，目前学界存

在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的争议，即电商平台对权利人所提供的初步证据的审查是全面的实质审查还是只

在形式上对其做出判断。笔者认为，要求电商平台对权利人所提供的初步证据进行全面的实质审查是不

现实的，知识产权的纠纷具有专业性，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不能准确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这需要专业

知识[3]，而实践中又不可能要求电商平台的鉴定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否则将极大增加电商平台的运

行成本，故电商平点所做的审查只是形式上的审查。 
经过电商平台的初步审查后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权利人所提供的初步证据不符合形式要件，电

商平台不采取必要措施，此时的通知属于错误通知的一种，但并不会产生恶意投诉的效果；第二，权利

人所提供的初步证据符合形式要件，电商平台据此采取必要措施，但在后续的实质审查过程中得出“不

构成侵权”的结果，此时的通知属于错误通知的一种，且会产生恶意投诉的效果。 

2.2. 主观层面：恶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 

对于恶意投诉的“恶意”范围学界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恶意是指认识因素上的“明知”已经

意志因素上的“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有学者认为恶意应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4]。对于第一种观点，认

识因素上只限制为“明知”，这将排除那些应当知道自己无权投诉的权利人为了牟取利益仍然投诉，间

接放任对被投诉者权利损害的结果发生，即无法兼容间接故意；对于第二种观点，将“重大过失”纳入

恶意的范围，这也不太合理，“恶意通知”与“一般错误通知”在客观层面都是发出了错误的通知，但不

同点在于主观层面上恶意通知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故意发出错误通知，相对于一般错误通知，其谴

责性更大。故笔者认为，恶意投诉在主观层面应是权利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恶意发出错误通知，

其中恶意即包括明知自己无权或无法律依据仍然发出通知，也包括应当知道自己无权或无法律依据，但

为了不正当利益，放任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仍然发出通知，即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 

2.3. 损害结果及因果关系 

恶意投诉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两种。直接损害是指权利人发出通知，电商平

台采取必要措施，使得经营者因产品在此期间被下线从而导致收入减少的损失以及经营者为了恢复正常

经营状态而花费时间和维权费用；间接损失是指因权利人的恶意投诉，经营者的信用及商业信誉所遭受

的损害。对于恶意投诉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一般没有争议，故无需过多地探讨。 

3.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行为的成因 

3.1. “通知–删除”救济机制的投机空间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都会趋利避害从而使得自身利益

最大化。恶意投诉的行为人正是看到了“通知–删除”救济机制中有利可图，通过滥用法律赋予的维权

手段，借用电子商务平台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从而为自己寻求不正当利益。在“通知–删除”救济机制

下，权利人只需向电商平台发出通知，经平台形式审查通过后，便可要求平台采取必要措施，删除、屏

蔽经营者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恶意投诉人利用该救济机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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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型和敲诈勒索型。 

3.1.1. 不正当竞争型 
按照《电子商务法》第 43 条的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接到平台内经营者所提交的声明后，将该声

明转交给知识产权权利人，自转交之日起 15 日内若未收到起诉通知的，可解除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即有

15 日的静默期。1 也就说无论被投诉者是否提交了不侵权证明，平台都要静等 15 日方可采取接触必要措

施，如此长的静默期给了不良竞争对手可操作的空间，可能成为恶性竞争的工具[5]。随着网络购物的飞

速发展，电商平台出现了“双 11”、“618”等重要的大型购物活动时间点，通常在此期间的销售额占据

商家一整年销售额的不小比重，不良竞争者正是在活动开启前向自己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发出错误通

知，实施恶意投诉行为，平台经形式审查后采取必要措施，即使被投诉者提交不侵权证明平台也得在 15
日后才能解除措施，这使得被投诉者错过活动时间，遭受巨大损失，相反作为竞争对手的恶意投诉实施

者在这种此消彼长下获得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盈利。 

3.1.2. 敲诈勒索型 
还有部分恶意投诉的行为人并非被投诉者的竞争对手，其实施恶意投诉的目的在于对被投诉者进行

敲诈勒索。由于“双 11”、“618”等大型活动节日期间的销售额占据全年销售额的相当比重，故通常情

况下商家为了自己产品和服务在活动期间能够占据更大的市场，会在活动开始之前投入大量资金对其产

品或服务进行宣传[6]。若商家因恶意投诉平台采取必要措施而错过活动时间，对于商家而言其营业额将

遭受巨大损失，因此不少被投诉者会迫于压力选择与恶意投诉行为人进行和解，支付其一定的费用，让

其撤销投诉。此类恶意投诉行为人通常选择那些中小企业，因为此类对象法律基础较为薄弱，急于解除

必要措施恢复正常经营状态，从而达到自己敲诈勒索的目的。 
虽然《民法典》对《电子商务法》中的“15 日静默期”做出了调整，将其改为“在合理期限内”，

但这并不意味者废止《电子商务法》中的 15 日期限，并且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期限，故在实践中平台在

适用法律时会产生困惑从而选择仍适用 15 日期限的规定。 

3.2. 投诉与维权之间的成本差距较大 

根据“通知–删除”的救济机制，知识产权权利人只需提交初步证据、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明、投诉

产品或服务的准确定位[7]，经电商平台形式审查通过后，便可要求电商平台采取必要措施。在这些需要

权利人提供的材料中，只有初步证据和身份证明需要权利人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伪造这两项材料

并不是难事，加上电商平台只是对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无法在实质上作出判断[8]，因此通过电商平

台初步审查，使其采取必要措施的几率较大。另外，电商平台在采取必要措施之前并不会要求权利人提

供类似保证金的担保，因此权利人进行恶意投诉的成本是极低的。 
与恶意投诉行为人投诉成本极低相比，被投诉者的维权成本极高。由于法条并没有明文规定电商平

台对于重复的恶意投诉应采取何种措施，这就使得恶意投诉者钻法律空子，即使在自己投诉被法院裁判

为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对同一个商家进行投诉。这样一来，被投诉者就会陷入“打地鼠”的

困境，奔波与源源不断的恶意投诉之中，但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即使经过审判，确定该投诉行为是恶

意投诉，但由于很难准确确定被投诉人的实际损失以及恶意投诉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法院只能酌定判

决恶意投诉人的赔偿数额。有学者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法院对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赔偿

进而的认定中，80%以上的赔偿金额没有超过 5 万元[1]，这与被投诉商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差距极大。 
正是由于恶意投诉行为发起投诉的成本极低，只需具备简单的几个证明材料便可使得电商平台采取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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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删除、屏蔽相关产品或服务，即使最终投诉失败也可以选择再次发起投诉。这种成本低收益

高使得恶意投诉行为人具有足够动机，不断发起投诉。 

3.3. 电商平台逃避责任的心理 

面对权利人发出的通知，电商公司平台虽然具有审查义务，但这种审查只能是形式上的审查。电商

平台处于信息交换的中心位置，同时可以在第一时间阻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故具有解决纠纷的

天然优势。但是，电商平台并不是专业的鉴定机构，而恶意投诉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纠纷在认定上需要一

定的专业能力，若要求电商平台进行实质审查，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接到通知后，电商平台只需审

查该通知是否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形式要件以及是否存在明显漏洞，若符合要求便可采取必要措施。 
并且，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45 条及《民法典》第 1197 条：电商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有侵权行为

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要承担连带责任。2 故电商平台在进行实质审查时，由于害怕因过错承担连带责任，

只要通知无特别明显的漏洞平台通常会偏向于投诉人，均认为是“有效通知”[7]，从而采取必要措施。

但“有效通知”并不是“真实的通知”，平台逃避责任的心理为恶意投诉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创设

了空间，使得利益的天平向投诉者一方倾斜。 

4. 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行为规制的完善建议 

4.1. 积极采取反向行为保全措施 

正如前文所分析，行为人实施恶意投诉行为获得不当得利是滥用了法律所规定的“15 日静默期”。

在“双 11”、“618”等重要活动时间点，行为人故意发出错误通知，使得电商平台采取必要措施，删除、

屏蔽商家产品或服务，其目的有两类：一是限制竞争对手，令其在活动期间内无法销售产品或服务，达

到自己不正当竞争的目的，获取不当得利；另一个是恐吓被投诉商家，因商家在活动开始之前可能已经

投入大量资金，且活动期间内的营业额占全年营业额相当的比重，若不能顺利在活动期间内销售出自家

产品或服务，将面临巨大损失，故部分商家为了保护更大利益，往往会做出妥协，与行为人达成和解，

支付一定的费用。 
因此，要想减少恶意投诉现象的发生，就得切断行为人获得不当得利的路径，不能滥用“15 日静默

期”，使其不当竞争与敲诈勒索的目的落空，对此可以积极采取反向行为保全措施。最高院发布的《关

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 9 条规定：在情况紧急时，若不能立即解除电

商平台的必要措施，平台内经营者将可能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此时经营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关于保全措施的规定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3这种由被投诉者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从而解除电商

平台的必要措施，恢复正常的经营状态就是反向行为保全措施。反向行为保全制度，使得被投诉者的经济

损失在事中就得到有效制止，从而使恶意投诉者的目的落空，能够有效的遏制恶意投诉现象的发生。 

4.2. 缩小投诉与维权成本之间的差距 

恶意投诉现象的频频发生，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投诉与维权成本之间的差距较大。投诉者往往只需

提交初步证明材料和身份证明就可以要求电商平台采取必要措施，且这两份材料造假的难度不高，即投

诉基本上没有门槛。反观被投诉者维护自身权利时困难重重，常常面临着“打地鼠”的尴尬境地，而且

就算最后法院认定恶意投诉行为成立，其获得的赔偿往往也不能弥补自身的损失，这就导致被投诉者维

权成本较高。在这种成本极不对等的情形下，投诉者发出错误通知即使最后被认为恶意投诉，其所花费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97 条。 
3参见《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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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经济成本也较低，但若是成功其所获得的收益往往是巨大的，在利益的驱使下，恶意投诉现象

屡禁不止。因此，应缩小投诉与维权成本之间的差距，使行为人认为恶意投诉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不成

正比，消除其获取不当得利的心理。 
在增加投诉成本方面，有学者提出“缴纳保证金”的方式，但有此方式在学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

为“通知—删除”救济机制的目的在于保护真正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为其提供一种快速、便捷的救济方

式，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而且有部分真正权利人属于中小企业或个人这种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对象，

若要求其投诉缴纳保证金，将可能阻却部分权利人维护自身权利的路径。对此笔者认为“缴纳保证金”

的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对其稍加优化确实可以成为增加投诉成本的有效方法。在特殊时间点(如
“双 11”、“618”等)，电商平台在接到投诉后对其进行初步审查，有一定理由怀疑该投诉存在恶意投

诉可能的，但证据有不足以确定其为错误投诉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投诉人提交一定的保证金，在其他时

间点则不适用该方式。因为恶意投诉行为发生在大型活动的几率较大，故在此期间通过缴纳保证金的方

式一方面可以阻止部分恶意投诉的发生，另一方面当被投诉者遭受损失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赔偿。 
被投诉者在进行维权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想陷入纠纷讼诉泥潭中止，尤其

是对于一些中小商家来说，由于其法律基础较为薄弱，面对恶意投诉时，其优先选择的解决方式可能并

不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更愿意向投诉者付一定的费用，从而较少麻烦；第二，反复投诉现象频频发

生，维权者常常陷入“打地鼠”的困境，花费的时间、经济成本高，但所取得的效果不明显；第三，即使

投诉者最终被认定为恶意投诉，但法院所判决其承担的赔偿往往不能弥补被投诉者所遭受的损失以及为

诉讼花费的成本。 
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引入保险机制。即电商平台内的经营者可以事先购买恶意投诉类的保险，当

出现恶意投诉情况时，可由保险公司对被投诉者进行赔偿，保险公司赔偿后可以起诉恶意投诉人进行索

赔。因为保险公司具有专业的法律团队，在诉讼方面具有中小商家无法比拟的优势，克服了中小商家想

远离诉讼的心理，且恶意投诉者面对保险公司这种大型公司时，可能会望而止步，从而有效遏制恶意投

诉的发生。 
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设置“共享黑名单”。之所以出现反复投诉的现象，是因为没有法律对此作

出限制，故平台对那些已经被认定为错误通知或恶意投诉后仍然以相同理由反复投诉的主体采取监控措

施，限制其登录、降低其网速等，将这些反复恶意投诉的主体上报至网信办等监管机构，并且将其拉入

黑名单，建立“共享黑名单制度”，与其他电商平台一起对其做出限制。 
对于第三个问题，可以合理适用惩罚性赔偿机制。虽然《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已经规定：恶意发出

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但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加倍赔偿是否

应该要求造成平台经营者损失。按照对法律条文的字面解释，只有当平台内经营者遭受损失时才可对其

进行惩罚性赔偿，但笔者认为恶意投诉在损害被投诉者利益的同时，也破坏了电子商务平台的正常运行，

该条文设置的初衷是为了对恶意投诉行为的否定，因此即使恶意投诉并没有造成平台内经营者的直接损

失，但其破坏了电商平台的正常秩序，仍可以对其作出惩罚性赔偿的决定。第二，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进

而如何计算。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由赔偿倍数和赔偿基数决定。虽《电子商务法》并没有对赔偿倍数作出

规定，但《商标法》第 63 条规定：恶意侵犯商标的，可在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故笔者认为

在主观方面都是“恶意”且客观方面都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恶意投诉的惩罚性赔偿倍数可以参照

该条，即 1 倍以上 5 倍以下，至于具体的倍数，可根据恶意投诉行为的危害程度由法官执行裁判。对于

赔偿基数，可以根据经营者遭受的损失确认。经营者遭受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其中直接损

失当然应纳入赔偿基数中，而间接损失应该由法官根据其对经营者商誉等的影响程度以及经营者为恢复

商誉预计所花费的成本进行综合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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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化电商平台责任的过错形态 

根据《电子商务法》和《民法典》的规定：电商平台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连

带责任。正是由于该项规定，电商平台在接到投诉进行初步审查时，为了逃避责任对通知的审查单单只

是走流程，只要没有明显错误之处便采取必要措施，即使平台认为该投诉具有侵权的可能性。故要明确

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观过错形态，不能扩大平台责任承担的范围。不难看出，电商平台未及时采

取必要措施，造成损害扩大的行为属于民事一般侵权[9]，因此其在主观上要满足“有过错”，即故意或

者过失，其中过失又可以分为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当电商平台是故意未采取必要措施，导致损害进一

步扩大的，无可置疑其当然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在于是否要求其只是一般过失的情况下也承担连带责任。 
笔者认为，首先电商平台并不是专业机构，并不能要求电商平台像专业人员一样去判断电商经营者

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法律对其义务要求应该较低，因此只有其具有重大过失的时候才可要求其承担连带

责任；其次，按照前文所分析的，电商平台的初步审查法律只能要求其进行形式审查，对通知进行实质

审查是电商平台法律要求外的灵活行为，若一般过失即要求其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那么电商平台很

可能因逃避责任而选择不进行任何实质审查，只要形式符合条件一致采取必要措施，即使认为投诉有侵

权可能；最后，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法律的设计要有利于电商平台的发展，因此不难要求电商平台承

担过重的责任。综上所诉，电商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导致损失进一步扩散大时，只有电商平台主观是

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才可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 

5. 结语 

《电子商务法》与《民法典》所制定的“通知–删除”救济方式本质上属于权利人私力救济的一种，

其目的在于为真正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一个便捷、快速的救济方式维护自身权利，使侵犯知识产权的

行为得到及时制止。但由于法律条文存在一定的漏洞，让部分不法分子滥用该制度进行恶意投诉牟取不

当利益，使电商平台内经营者遭受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电商平台正常的运行。恶意投诉者牟取不正当利

益的方式主要是不正当竞争型和敲诈勒索型两种，其形成的原因是“15 日静默期”的不合理、投诉与维

权之间的成本差距较大以及电商平台逃避责任的心理。为遏制恶意投诉行为的发生，应积极合理采取反

向保全措施、特殊时间点缴纳保证金、恶意投诉保险、惩罚性赔偿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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